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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都市外来人口的居住隔离分析:以上海为例
*1

孙秀林 顾艳霞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上海 200444)

【摘 要】:在城市研究中，居住隔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在当今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不

同群体的聚居现象日益明显，如城市中的外来人口，往往倾向于在特定类型的居住地中聚居，与城市本地人口存在

着明显的居住隔离。上海作为中国的特大城市，外来人口占全市常住总人口的 40%，本文聚焦于不同省份的外来人

口在上海市的居住隔离模式。首先，外来人口沿着城市中心以环状分布，呈现出点状和簇状的聚集形态，并且近郊

区的外来人口比远郊区要更加密集。其次，不同地区的外来人口也存在明显的聚居现象，如中原地区、东北地区、

华南地区的外来人口更容易居住在一起。最后，尝试进行相关机制的解释，并且希望为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提供证据

与建议。

【关键词】:居住隔离；隔离指数；聚居；外来人口；大都市

【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17)04-0120-10

一、引言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中国的流动人口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国家卫生计生委员会在 2015 年底发布《中国流

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 800 万人，2015 年已经达到 2.47 亿，逐年增长的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中

国社会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
①2
。庞大的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在为流入地输入大量的劳动力、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在一

定程度上给流入地带来了压力，譬如城市交通拥挤、公共资源供给不足以及居住紧张等问题，其中，居住问题是社会学非常关

心的一个研究议题。

现有研究发现，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呈现非常明显的聚居特征。外来人口在进入城市之初，难以拥有立足之本，在居

住地的选择上会有一定的偏向性，城市郊区、中心城区的外围等是常见的外来人口聚居区。一般来说，城市郊区的居住成本较

低，郊区土地面积大，可容纳较多的外来人口，郊区与原本的农村生活环境较为类似，外来人口更易融入，适应新环境更快。

之所以选择中心城区的外围居住，是因为中心城区人流量大，处于商务和消费的中心，能够获得工作机会。外来人口与本地人

口之间的居住隔离，会带来各种负面的社会后果，不同居住区群体之间的隔离，会造成歧视、信息沟通不畅等后果，不利于和

谐社会的建设。

上海市作为中国特大城市，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信息资源，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据《2015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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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至 2015 年末，全市户籍常住人口 1433.62 万人，外来常住人口达 981.65 万人
①3
。对上海的外来人口聚

集现象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上海的外来人口的居住模式，也可以对中国其他城市提供一定的借鉴。基于此，本文运用实

证数据考察上海市外来人口聚集状况，然后进一步分析不同省份来沪人员的聚居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分析不同省份来沪人

员聚居模式背后的作用机制，希望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上海市外来人口的居住状况以及作用机制，提高城市治理的综合水平，

为其他城市治理提供借鉴与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西方居住隔离的相关研究

隔离是指不同类别的社会群体分布差异的程度
[1]
，居住隔离是指不同的群体在居住空间层次上的不均匀程度

[2]
。居住隔离，

又被称为空间分异，是指通过一些特征相区别的人群，这些特征包括种族、宗教、户籍、职业、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拥有

相同特征的人群聚集在一起，没有共同特征的人群在居住空间上彼此分开
[3]
。居住隔离是西方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重要议题，形成

了多样的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人类生态学派、行为学派以及制度学派
[4]
。

人类生态学派源于早期的芝加哥学派。20 世纪初，伴随着工业化的进行，美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贫困、犯罪、环境污染、交通、不同群体的隔离等，面对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芝加哥学派应运而生
[5]
。

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是一个有机体，人们在其中不断地进行互动和竞争，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强者占据有利空间，弱

者处于不利地位。居住隔离是竞争的结果，有些群体无力承担高昂的生活成本，自然分化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群体，不同层次的

群体聚居，呈现一种“马赛克”式的空间状态
[6]
。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伯吉斯提出的“同心圆模式”就是在试图说明这种现象，

他认为，不同的群体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是不一样的:贫民窟处在第二环的过渡区；蓝领工人和低收入的白领工人居住在第三环

的工人住宅区；第四环和第五环的高级住宅区，主要是中上层阶级的住宅
[6]
。以此为蓝本，随后又出现了霍伊特的“扇形模式”，

他指出，城市的住宅区由市中心沿交通线向外做扇形辐射，反应出不同阶级在城市区位中的分布
[7]
。而哈里斯的“多核心模式”

则认为，低级住宅区多围绕工业中心分布，高级住宅区会形成城市的次中心，周边分布着文化中心、公园、运动场等
[8]
。上述的

这些模型，都是试图通过展现城市的形态，达到理解城市的目的。在这种空间形态的展示过程中，本身就是不同群体、不同阶

层在城市不同地域的分布，可以认为是居住隔离研究的起点。

人类生态学派注重客观的划分维度，通常从种族、职业、经济地位等角度分析居住隔离状况。研究发现，种族是美国城市

居住隔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心城市和郊区是由不同的种族居住的，郊区几乎没有专门的白人聚集地，黑人大多聚集于此，

并且数量在不断增长，白人则居住在中心城市中
[9]
。通过对美国城市不同种族移民的考察发现，外国出生的西班牙裔、亚洲人和

黑人比本地出生的群体成员具有更高的居住隔离度
[10]
。在澳大利亚，本土出生的居民与其他国家出生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居民之

间也存在着隔离
[11]
。以社会经济地位划分的群体也有相似的结果，不同群体的居住隔离，与社会地位的差异高度相关

[12]
，社会

距离相近或者经济地位相当的群体总是居住在一起
[13]494

，专业技术人员与银行职员之间的居住隔离程度远低于专业技术人员与无

技术工人之间的隔离程度
[14]
。

由于人类生态学派过度强调“适者生存”，把人们的居住行为视为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忽视了居民的个人行为

与感受，因此，注重个体特征的行为学派在 20 世纪中期以后开始兴起。行为学派认为，个体的心理特征与行为特征是形成社会

空间的重要因素，居住隔离不仅表现在社会、人口特征和经济特征上，行为特征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如有学者证明，黑人移

民的居住隔离仅有一小部分可以归因于经济地位，很多复杂的因素需要其他变量进行解释
[15]
。行为学派关注居民的居住意愿与

3 ①上海市统计局,《2015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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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居行为，认为居民的意愿、观念是理解居住隔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存在不同的历史传统与象征价值，

观念上的差别导致其居住在不同的地区，即使有些群体在经济上能够达到拥有更好居住地的要求，但是由于歧视、心理偏见或

者文化等因素使其难以自由选择居住地
[16-18]

。行为学派还特别关注迁居行为，认为居住地的选择取决于家庭，如社区型的家庭更

加注重社区内的总体生活环境，在迁移时倾向于同类家庭的聚集
[19]

。邻里特征也是居民迁移的关键因素，白人相比于黑人更容

易搬离原本居住的贫穷社区
[20]
。不仅如此，白人对于周边居住黑人的关注度远远超过了财富对其居住地点的影响，如果周边的

黑人过多，白人会搬离原本居住的社区，寻求其他的住所，由此出现了“白人群飞”的现象
[21-22]

。总结来讲，行为学派认为，处

于弱势一方的群体，特别是城市中的移民群体，由于歧视、自卑等心理，即使有能力去更好的社区居住，仍会选择居住在与自

己文化背景相当的群体中；处于强势群体的一方则认为自己处在优势地位，不愿与低自己一等的弱势群体居住，因而会去寻求

其他的住所。行为学派脱离了“唯经济论”，更多关注人们的心理因素与行为因素，以微观的视角对个人的行为进行分析研究。

但是，这一理论过于强调个体因素，对于现实的社会背景和宏大的结构性约束考虑不够，所以招致制度学派的大量批评。

制度学派认为，居住隔离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政府的行为或其他制度因素产生的。制度学派的理论以雷克斯和

莫尔的“住房阶级”理论以及帕尔的“城市经理人”理论为代表。“住房阶级”理论指出，不同的住房阶层在城市空间中居于

不同的位置来源于生活机会的分配不均。自有产权者会居住在城市中设施、区位较好的地带，而移民群体绝大部分是租房者，

在城市中没有自己的住房，因此，属于住房阶级的下层，难以获得良好的住房条件，只能居住在相对集中、设施较差的住房中
[23]

。

进一步，帕尔对为何社会生活中会出现机会不均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城市资源分配可能与个人在劳动力市场的位置没有任何

关系，也并非完全取决于自由市场，城市中的资源管理者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决定着城市居民获得城市资源的机会
[24]
。

如对荷兰少数种族群体的居住隔离研究发现，教育和劳动力市场准入机制是移民居住分异的关键
[25]
。国家在住房销售和租赁方

面的努力，可以改变城市中的人口结构，包括不同种族的人口、移民群体等
[26]

。若能改变分配体系，则可以明显改善城市种族

居住隔离问题
[27]
。

人类生态学派、行为学派以及制度学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居住隔离进行了解释:人类生态学派注重自然选择，认为居住隔

离是优胜劣汰的过程；行为学派则关注除了经济因素外的心理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学派则关注宏观角度，以制度、政府行为

来解释居住隔离。无论哪一种视角，在有关居住隔离的众多议题中，对移民群体的关注始终处在核心地位。移民群体在整个城

市体系中处于特殊的位置，他们是整个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因素，却无法拥有本地居民的诸多福利。

(二)国内居住隔离的相关研究

国内的居住隔离研究相较于国外来说起步较晚。早期以“城中村”的研究为起点，关注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聚集，特别是

老乡群体的聚集现象。随着普查数据、调查数据的开放，越来越多学者使用社会区分析方法描述城市空间形态。近年来，也有

学者开始尝试计算隔离指数、相异指数等，以实证的方法对居住隔离现象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

1.城中村分析。1980 年代以来，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形成了众多外来人口聚居区。有研究指出，外来人口以进城务

工的农村人口居多，由于房租低廉同时又能较快适应郊区的生活，许多外来人口倾向于居住在城市郊区
[28]

。这些外来人口通常

来自于同一个省份或者县城，从事相同或相似的职业，由此被人们称为“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等。对“浙江村”

的研究发现，产业因素是外来人口聚居的影响因素之一，外来人口带着自身的综合性资本聚居，聚居地不仅是一个生活的场所，

更是一个产业孵化地
[29]
。“河南村”的情况则大相径庭，居住在河南村的外来人口无资金、无技术，从事边缘职业，只有通过

自身的劳动力资源获取生活所需，生活在“河南村”的流动人口同质性更强，聚居更多是一种心理因素，为了获得安全感与归

属感
[30]
。对少数民族移民聚居区“新疆村”的研究发现，“新疆村”的外来人口主要从事餐饮业，进入城市多是依靠老乡带领，

少数民族移民聚居区内部组织化程度更高，拥有集体行动的能力
[31]

。深圳“平江村”的研究发现，从内地山区到深圳从事运输

工作的平江村移民群体利用老乡关系在城市中立足，在移民群体内部利用现有的关系，在群体的外部努力创造更多的社会关系，

通过关系的不断累加，平江移民群体得以在深圳运输行业创造出一片新天地
[32]

。可以看出，外来人口在特定的居住地聚集，既

有可能基于一定的地缘、血缘关系，也有可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资本、产业网络，还有可能是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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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区分析。随着中国普查数据的公开，学者们开始使用社会区分析、因子生态分析等方法对城市的居住隔离现状进行

描述，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空间分布的形态描述，在地理空间的层面将各个不同的维度特征展现出来。

作为外来人口的主要流入地之一，上海的相关研究比较成熟。诸多证据表明，上海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籍贯隔

离
[33]
，外来人口成为反映上海市社会空间地域差异的主成分之一

[34]
。有学者使用五普数据发现，上海市外来人口聚居区是多核

心结构分布，以点状零星分布在近郊地带
[35]211

，更进一步，可以细分为城郊边缘带与城市郊区两种类型
[36]
。外来人口群体的住房

设施情况较差，独立卫生间、独立厨房、洗浴设施等设施指数较低
[37]

。居住状况会严重影响社会融合程度以及居住满意度，居

住在与自己文化背景、习惯相同或相似地区的外来人口会更易融入城市，有更高的满意度
[38]
。

对北京的研究发现，外来人口是北京市社会空间结构的主因子，外来人口聚居区是 1982 年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区之一
[39]
。

北京市外来人口聚居区呈现出团聚状、条带状、散点状以及片状的结构形态
[40]

，而且，少数民族与流动人口成为影响北京市居

住形态分布的重要因素
[41]
。

在对广州的相关研究中，有学者提出，广州的外来人口主要以圈状格局分布在中心区的外围区域
[42]
，以移民为主的新开发

区成为独特的移民聚居区
[43]
，更是出现了以地缘为纽带的分省市的亚文化区

[44]76
。

除了在北上广等一线大城市进行因子生态分析之外，在其他城市也开展了多样的研究。南昌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外来人

口是社会区分异的因子之一，并且形成了省内外来人口区、主干家庭区等
[45]
。西安的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日益增大，经济收入水

平的差异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外来人口相对来说处于弱势地位，与中高收入阶层间存在着较大的隔离
[46]

。深圳的外来人口聚

居区处于城市的外围和边缘区域，形成了一种“边缘社区”的异质形态
[47]

。尽管城市空间分异状况愈加复杂，外来人口却一直

是社会区分析中的主因子，并且绝大部分城市都有较为独立的外来人口聚居区。

近年来，随着城市居住隔离状况的日渐复杂，学者们开始进行更深入的实证分析，试图更进一步对城市居住隔离情况进行

详细的解释。早先就有学者使用北京人口普查的抽样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同一省份的外来人口在居住地方面有一定

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主要是基于社会网络形成的，存在着“连锁迁移”现象
[48]
。在广州源自湖北籍外来人口聚居而成的“湖

北村”，可以视为一种“乡缘社区”，该社区的形成是基于湖北地域特色之上的产业网络
[44]82

。更进一步，有学者发现，外来人

口的聚居体现为“主动聚居、被动隔离”的社会排斥机制，聚集在一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经济收入
[49]

。外来人口的居住与

就业机会有极大的关系，职住一体化是外来人口空间分布的主要特征
[50]
。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居住隔离的相关研究聚焦于个案城市的状况呈现，相较于国外，大部分仍然是对城市空间形

态的展现，而缺乏更深层次的机制解释。在现有关于外来人口聚集区的研究中，多数集中于外来人口聚居区内部的人口特征、

产业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少有考虑到移民的不同来源地这一因素的。因此，本文试图对于不同省份外来人口在沪的居住隔离进

行比较研究，进一步深化对于大都市外来人口居住隔离的研究。

三、外来人口在沪的居住隔离分析

(一)居住隔离的测量指标

本文使用相异指数(又称居住隔离 D指数)对上海市外来人口居住隔离状况进行测量。相异指数是由邓肯等人于 1955 年提出，

是使用时间最长、应用最广泛的测量居住隔离的指标
[15]496

，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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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式中，xi为区域 i单元中 X群体的人数(如在某个居委会中外地人的数量)，X为整个城市中 X群体的总人数(如全上海

外地人的数量)，yi为区域 i单元中 Y群体的人数(如在某个居委会中本地人的数量)，Y为整个城市中 Y群体的总人数(如全上海

本地人的数量)。D表示两个群体的隔离程度，取值范围从 0到 1，0表示两个群体在研究区域内均匀分布，1表示两个群体在研

究区域中完全隔离。在实际的运用中，D指数只能够在全局层次上计算不同群体的居住隔离程度，即在一个层次上只能计算一个

隔离指数，而无法在同一层次不同区域分别计算隔离指数，例如:在计算上海市居住隔离指数的时候，不能同时计算区县层面的

隔离指数。基于此，有学者对(1)式进行修正，提出了可进行局部计算的相异指数
[51-52]

，具体公式如下:

公式(2)中，Di表示两个群体的隔离程度，取值范围从-100 到 100。0 表示两个群体在研究区域内均匀分布，-100 与 100 表

示两个群体在研究区域中完全隔离，当相异指数大于 0，则意味着本区域内此要素比相对群体更加聚居
[53]
。例如，以山东省外来

人口为研究对象，指数大于 0，指的是在此区域内的来自山东省的外来人口占全市山东省外来人口的比例高于本地人口占全市本

地人口的比例。

公式(1)和公式(2)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隔离指数的计算，公式(1)是在整个上海市的层次上进行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比较

计算，得到全局性的居住隔离指数。公式(2)用于计算局部的居住隔离指数，可以在每个居委会(或者每个街道、乡镇)层次上进

行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比较计算。

使用上述两种相异指数的计算方法，本文计算 4种相异指数:首先，把所有的外来人口视为一个同质性群体，计算上海市全

部外来人口的全局性隔离指数和在每个村居委层面上的局部性隔离指数。然后，对 29 个省份的外来人口分别进行计算，得到每

个省份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隔离指数，即每个省份在沪外来人口的全局性隔离指数和在每个村居委层面上的局部性隔离

指数。

（二）上海市居住隔离的总体情况

首先，计算全部外来人口对于本地人口的全局性居住隔离指数。全上海的 D指数为 0.4241，这个指数在不同区之间也存在

巨大差异。从图 1a 中可以看出，青浦区、松江区等远郊区中外地人口对本地人口的居住隔离指数最高，浦东新区、宝山区和嘉

定区等近郊地区则处于中间地带，而长宁区、虹口区、徐汇区、静安区和黄浦区这些中心城区的居住隔离指数最低。在上海市

的全局层次上，呈现出由内向外逐渐递增的趋势，说明外来人口进入上海，更加倾向于居住在郊区而不是中心地带。我们可以

看出，居住隔离指数的大小分布符合“上只角”和“下只角”中所反映的区域分化问题，“上只角”中的黄浦区、静安区、徐

汇区、长宁区等居住隔离指数较低，“下只角”中的普陀区、嘉定区、奉贤区、青浦区、金山区等居住隔离指数较高。

其次，计算全部外来人口对于本地人口的局部性居住隔离指数。从图 1b 中我们可以看出，与全局性的居住隔离指数类似，

局部性的隔离指数也呈现出一种同心圆式的分布，中心城区的隔离指数最低，其次是远郊区，近郊区比远郊区的居住隔离指数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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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外来人口的居住分布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匀质的，通常以聚居形式存在，呈现出点状或簇状的聚集形态，特别是

在松江区的九亭镇、新桥镇，闵行区的浦江镇、七宝镇，浦东地区的三林镇等隔离指数最高，这些地区本就是传统的外来人口

聚集区，外来人口分布非常密集。

(三)不同省市来沪人员的居住隔离情况

外来人口的大群体可以分为不同籍贯的子群体，通过计算各个省市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发现，各个省市在沪的外来人

口中，安徽省、江苏省、河南省、四川省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江西省、浙江省、湖北省和山东省，这 8 个省在沪人员占全部

在沪人员的 79.36%，其余省份的外来人口占全部外来人口的 20.64%，具体分布如下图 2a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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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外来人口的籍贯因素，根据各省市在沪的总外来人口，可计算各省市外来人口相对于本地人口的全局性隔离指数以及

局部隔离指数，得到各个省市在整体层次和局部层次的居住隔离状况。

首先，计算全局性居住隔离指数。各个省份外来人口的居住隔离指数是根据公式(1)计算得出，关注在上海市整体层次上 29

个省份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居住隔离程度。由图 2b可知，各个省份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存在不同程度的隔离，江苏省和浙江

省的居住隔离程度最低，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隔离程度最高。海南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的居住隔离程度均居于高

水平。福建省、安徽省、江西省、黑龙江省处于较低水平，其他省市处于中间地位。从地区层面看，西南、西北地区省份的外

来人口在沪的居住隔离明显比华东地区的外来人口居住隔离程度要高得多，而东北、华北地区的居住隔离程度处于平均水平。

其次，计算局部性居住隔离指数。以省市为单位，使用公式 2计算，关注每个省市在村居委会层面上的居住隔离状况，分

别计算隔离指数(图略)
①4
，得到以省份为单位的多个隔离指数，以热力地图的形式展现出来。由图可以得出，不同省份的居住隔

离不尽相同，但仍然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外来人口不会在静安区、黄浦区、徐汇区等城市中心地带聚居，即内环以内极少有

外来人口。从内向外的内环、中环、外环和交环线中，外来人口依次增多，以外环和交环线之间的环状地带中外来人口最多，

呈现出一种沿着城市中心的环状、圈层式分布。在郊区成为主要流入地的基础上，我们发现，近郊区的外来人口明显比远郊要

更多，分布更加密集，松江区、闵行区、嘉定区、浦东新区成为外来人口聚集最多的地方，可能的原因是近郊区相较于远郊区

距离城市中心更近，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获得更丰厚的经济收入。

(四)外来人口在沪居住隔离的机制分析

4 ① 具体每个省份外来人口在上海市的居住隔离分布图,未能在文中展现｡读者如有兴趣,欢迎直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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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图 1 显示，不同省份外来人口与本地人之间的居住隔离程度不同，省份的特征会影响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居住隔离状

况，经济基础、社会文化等都有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有学者提出，社会阶层的分化是居住隔离形成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同

阶层由于经济能力不同，对居住的需求也存在着差异
[54]

。各个省份流出人口的数量可能在一定程度影响居住隔离，流出人口越

多，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发生作用，来自同一省份外来人口更易居住在一起；另外，以地理区位相区分的南方北方、

饮食习惯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影响居住隔离的因素。基于此，本文使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 2015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选取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在沪总人数、各省流出人口比例、地区(南方、北方)、饮

食习惯(小麦、大米)作为自变量，各省的全局性居住隔离指数作为因变量进行 OLS 回归计算，得到相应的计算结果如下表 1:

表 1 呈现出各种因素对居住隔离指数的影响作用。首先，可以发现，各类经济指标对于居住隔离的影响最大，人均可支配

收入越高，隔离指数越低，各省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越不隔离；第一产业也有类似的结果，增加值越大，隔离指数越低；与

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第一产业增加值不同，第三产业增加值越高，居住隔离指数越大，即来源地省市第三产业越发达，隔离指

数越大，外来人口对本地人口的居住隔离程度越大。其次，在沪的总人口也对居住隔离产生作用，来源地省份在沪人数越多，

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间越不隔离。再者，饮食习惯对于居住隔离也有显著的影响，主食为大米的省份相比主食为小麦的省份的

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间的居住隔离程度更大。而各省流出人口的比例以及南北方的地区因素对于居住隔离没有显著的影响。

上述讨论是一维的角度，只关注每个省份的外来人口与上海本地人之间隔离状况，省份与省份之间也会存在居住隔离的状

况，不同省份的外地人住在同一个地区的概率也是不一样的。有些省份的人，可能更愿意与某些特定省份的人住在一起，而不

愿意与另外一些省份的人住在一起。因此，本文以每个省份的居住隔离指数进行两两相关，并做成相关矩阵图，以展现不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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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之间的聚集，颜色越深，表示两个省份的居住隔离指数越相关，两个省份的外来人口更易聚集在一起。

由图 3的相关矩阵图可知，京津地区的外来人口更容易聚居在一起；西南、西北省份的外来人口更易聚居在一起；中部地

区的湖南、湖北省份的外来人口在沪更易聚集在同一村居；河南省、陕西省等中原地区的外来人口更易聚居在一起；广东、广

西、福建、海南、浙江、辽宁、黑龙江这几个省的外来人口更容易聚集在一起，即沿海一线的省份更容易在沪聚集。

为了更清楚地看清这一点，我们使用省会作为每个省的标示(node)，用两个省市在沪人员居住在每个村居委相对比例的相

关系数作为连线(edge)的权重(weight)，做出不同省份之间聚居程度的网络图(图 4a)。为了更清楚地分析不同省份之间的聚集

情况，我们进一步将相关系数 p调整为 0.5 以上(图 4b)、0.7 以上(图 4c)，从而剔除不重要的关联。从地理上看，更易聚居在

一起的在沪外来人口来源地是有共同的边界或邻近的，譬如东北三省，西南、西北地区省份，地理上的邻近意味这些地方的外

来人口在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上接近或相似，相互之间适应更快。除了地理空间上的邻近性，我们发现，东部沿海省份的外来

人口更易聚居在一起，共同的沿海地区生活经验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便不是地理空间上的接近性，地理空间的相似

性也影响了外来人口在沪的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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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本文使用上海市人口数据，以来源地为标准，进行全局和局部的居住隔离指数的计算。结果显示，不同省份的外来人口与

上海本地人口之间的隔离程度不同。外来人口在上海市呈现由内向外的圈层式分布，并且存在以传统的外来人口聚居区为主的

点状、簇状分布。经过初步的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发达的省份居住隔离程度较低，经济欠发达省份居住隔离程度高，来自

于经济欠发达省份的人更易聚集在一起。更进一步，通过考察不同省份之间外来人口的相互作用发现，京津地区的外来人口、

中部地区的外来人口、西南和西北的外来人口、沿海一线的外来人口更易聚集在一起，地理空间上接近、相似省份的外来人口

更易聚居在一起。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通过描述分析展现了上海市外来人口居住隔离状况的整个图景，但是在机制解释方面略显不足，只能

通过基础的描述得到初步的结论，下一步，希望能够深入理解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外来人口之间居住隔离程度的机制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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